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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进展

尹晓颖 1, 闫小培 2, 薛德升 2

(1. 艾奕康环境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 518067；2.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摘 要：国外非正规部门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着研究的深

入，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存在非正规部门，但存在方式和形成机制有别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国外非正

规部门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和分析，表明国外非正规部门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的研究体系和理论成果，研究内容主

要涉及非正规部门的边缘性和异质性等特征，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分异，非正规部门存在与发展的理论，包括

贫困就业论、二元经济论、规制论和嵌入论等，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联系，非正规部门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非

正规部门的正规化与政策等方面。但在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人的空间特征、从综合视角分析非正规部门的形成

发展过程、非正规部门对地域空间的影响以及对比研究和定量研究方面还较为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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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是指“在官方认可

和记录之外的那部分经济”[1]。非正规部门的概念

最早由社会人类学家Hart[2-3]于1971年提出，但此概

念被官方采纳是在 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肯

尼亚就业报告中，此后，有关非正规部门的研究在

国外兴起，如今已形成一定的研究体系和理论成

果。在中国，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非正规部门并不

是全新的，但作为学术研究，尤其是对地理学而言，

非正规部门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课题。因此，对国

外非正规部门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将有助于国内学者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2 非正规部门研究的主要内容

2.1 非正规部门的特征分析

2.1.1 非正规部门的边缘性

许多学者认为非正规部门是一种边缘经济，其

本质是不发达的一种外在表现，出现在拉美、非洲

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其表现为，非正

规部门以自我雇佣和家庭小生意为主要形式，主要

从事小型商业活动，收入较低，通常是家庭的主要

收入来源[4-8]；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平均工作

时间长[5,7]，由于缺乏技能和资金而更多地依靠亲缘

和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 [9-10]。

因此，与发达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发展

中国家和部分转型国家的非正规部门更多表现为

边缘的或半边缘的依附型和生计型经济[11-12]。

2.1.2 非正规部门的异质性

国际劳工组织在最初总结肯尼亚非正规经济

活动的特征时，倾向于将非正规部门看作是同质性

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学者发现情况并非如

此简单，事实上非正规部门内部存在着很大的异质

性。如，非正规部门中既有与主流经济紧密联系、

以非正规企业形式存在的非正规经济，也有与主流

经济相分离、以自我雇佣形式存在的非正规经济。

有学者将其归结为劳动力嵌入模式不同，导致完全

不同的非正规经济活动进入方式[5]。

非正规部门内部存在3类活动：直接谋生的活

动；为正规部门生产和销售的从属于正规部门的非

正规活动；具有现代技术和资本积累能力的自主型

非正规企业[13]。由于非正规企业相对于另两种非

正规活动有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其经营相对高级

化，也被称之为“企业化非正规部门”[14]。

非正规部门也可简单划分为非正规生产部门

和非正规商业部门，其异质性表现在影响二者的因

素不同，就业与生产关系影响非正规生产部门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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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和其收入水平，而非正规商业部门中，产品

和资本供给关系决定其经济活动和从业者生活的

水平[15]。非正规部门的异质性还表现在其分割的

二元劳动力市场。研究发现，非正规部门劳动力市

场存在一个“核心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和一个“边

缘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16-17]。前者被称之为“核心

非正规工人”，多为有技术的工人从事收入较好的

自雇式非正规经济活动；后者被称之为“边缘非正

规工人”，多为受剥削的低收入雇工。

2.1.3 移民、女性与非正规部门

移民是一些发达国家中非正规经济活动主要

从业者。如移民在纽约制衣业中的非正规就业[18]，

迈阿密古巴移民的“飞地经济”和海地移民的“自雇

经济”[5]，伦敦的非正规家政服务业也多由被边缘化

的移民从事[19]，此外，中国移民在国外经营非正规

小企业，如小餐馆，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 [5,18]。

有学者将移民非正规就业的原因归结为当地人口

构成的变化，当地人口比例的下降，加上某些部门

的工资下降、工作条件恶化，本地工人纷纷退出，从

而给移民在这些部门非正规就业创造了机会[18]；也

有学者认为非正规就业是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一

种主要方式[20]。

女性非正规就业在某些地区也是一个普遍现

象。生产组织方式的柔性化为女性参与如制衣业

这样的行业提供了机会，女性可以在家中完成企业

分包的工作[21]；女性还多出现在帮忙经营家庭小生

意中和某些低端服务业非正规部门中[22-23]。女性参

与非正规就业既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同时也可以

兼顾照看孩子和做家务，但其工作负荷较重，收入

较低，有的甚至没有报酬。

2.2 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分异研究

2.2.1 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

非正规部门的空间分布是不均衡的。有学者[5]

总结了非正规部门的3种空间集聚形式：正规经济

活动靠近廉价劳动力集中的移民社区，以非正规形

式雇佣廉价劳动力以降低其生产成本；传统的“血

汗工厂”迁出绅士化地区，取而代之的是迎合高收

入群体需求的新形式的非正规企业；非正规生产和

服务活动的小规模集聚发展成集聚经济产业区，从

而吸引更多的非正规部门。低收入移民社区对廉

价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使其成为满足这些需求的非

正规经济活动的聚集区，同时非正规部门也需要接

近廉价劳动力和市场[24]，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

种地方主义的趋势，有助于非正规部门在特定空间

上的集聚[25]。

某些非正规部门，如街头小贩，多在城市高密

度活动区集聚，如CBD、交通节点、交通线、公共市

场、商业区等[4,26-28]。这些地方是人流最密集、交通

最繁忙、商业活动最集中，也是城市地价最高的地

方，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冲突区”[27]，意即城市

各种紧张关系的焦点。通常从城市商业中心开始，

小贩的分布开始呈距离衰减，小贩的这种分布是为

了最大限度地接近顾客[26]，同时集聚也更容易产生

广告效应以招揽顾客[29]，也有的学者认为是非正规

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经济活动的相互强化加重了

非正规部门的集聚程度[30]。

此外，非正规部门还有另外一种集聚形式，即

来自同一地理区域的乡村移民在非正规部门某一

行业的集聚[31]。由于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前就

已经意识到城市不容乐观的就业状况，而将其就业

定位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早期移民的带动和鼓励

作用以及传统的学徒体系会形成连锁效应，吸引更

多的来源地移民在城市从事同一行业的非正规经

济活动，最终导致对某一行业的垄断。

2.2.2 非正规部门的空间分异

不同类型的非正规部门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

异。根据非正规部门外部形态，可分为地摊(hawk-

ing)、亭摊(kiosk)、棚店(stall)、门面店(front shop)等，

其中地摊多位于城市主要经济活动节点周围，如超

市、公交站点、工厂等，而棚店多位于市场中[17]。非

正规企业可分为谋生型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在空间

上，谋生型企业主要集中在城市边缘区和非正规居

住区，而成长型企业则趋向集中于内城区[32]。从广

义的非正规经济活动类型看，家务劳动随着郊区化

的发展而向城市郊区扩展，社区或邻里经济通常发

生于内城工人居住区，而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非正

规经济活动则集中在贫困社区附近，由此可见，郊

区化、内城的衰落和移民的涌入等城市变化导致了

非正规部门的空间分异[33]。

有学者根据经济、制度、社会、环境等因素不同

的组合方式，划分了非正规工作的 4种区域类型，

即低收入地区剥削型的非正规工作、相对富裕地区

的自雇型非正规工作、低收入地区自雇型非正规工

作、相对富裕地区剥削型的非正规工作[34]。发达国

家城市中高收入社区绝大部分非正规工作主要是

出于纯粹的经济目的，即受纯粹金钱利益驱动[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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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低收入社区则主要是出于“再分配”和“社区建

设”的目的，即为了发展社会资本，建立和巩固密切

的社会关系[35,37-40]。学者用“文化转向”理论来解释

低收入社区这一与传统非正规工作目的相违背的

现象，认为这种非正规工作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

文化适应，基于市场的金钱关系正在被另一种处于

利益动机之外的逻辑所渗透，微观尺度上的再分配

和社会性、人文化金钱关系以及非市场理性正在侵

食传统的金钱关系[37,39]。

2.3 非正规部产生的理论研究

2.3.1 贫困就业理论

贫困就业理论也被称为“社会边缘化理论”，最

早出现于 20世纪 70年代，Hart和国际劳工组织对

该理论的提出和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其分析的焦

点是城市贫困，强调城市内部结构的分化，如失业

率增长、贫困化等导致了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增长。

哈特等人认为，城市对乡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不仅是

工资水平，还有多种收入机会，由此引起乡村人口

向城市快速迁移，大量乡村移民加上城市本身人口

的快速增长超出了城市现代部门创造工作的能力，

因此，没有能力进入现代经济部门的城市贫困人口

和贫民窟中的移民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

寻求其他就业机会，包括从事非正规经济

活动，以此作为失业的缓冲 [2,5,28]。由此可

见，城市贫困人口进入非正规部门大多是

迫于维持生计，是非自愿的。而正是由于

大部分非正规就业者只能维持生计，因此

有学者认为非正规部门的增长意味着生

活质量的恶化[41]，使城市就业结构呈现更

边缘化和极化[42]。

贫困就业理论是从城市内部变化的

微观角度来解释非正规部门的产生过程

的，并将其看作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另

一种显化，是一种边缘经济，国际劳工组

织根据这一理论为许多贫困、落后的国家

和地区制定了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就业发

展计划，使这一理论逐步发展为一种指导

发展中国家就业决策规范理论。但也有

学者对该理论进行批判[43]，认为从城市微

观角度只能解释非正规部门产生的部分

原因，忽视了经济全球化等宏观因素的作

用，因为非正规经济活动不仅仅取决于国

内环境，更重要的是“分散生产”、“柔性劳

动力组织”、“服务业发展导向”等全球经济调整过

程也影响着第三世界国家，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极

化过程，也促进了经济活动的非正规化过程。此

外，非正规部门也不是第三世界特有的现象，根据

经济学家的估算和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欧美等发

达国家和地区不仅存在非正规经济，而且在某些部

门还有增长的趋势。因此，非正规经济不一定是边

缘的，也不能说是第三世界特有的现象。

2.3.2 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理论脱胎于最早由Geertz[1]于20世纪

60年代初建立的二元模型，他将二元经济结构分为

“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和“集市经济”，后来 San-

tos[1]将此模型扩展为两个相互作用、相互联结的经

济活动循环：高层循环和低层循环(图 1)。高层循

环是由银行业、出口贸易和工业、现代城市工业、商

业和服务业、批发业和运输业等组成；低层循环基

本上是由非资本主义密集形式的生产，一般以零售

水平提供的非现代的服务业和非现代且小规模的

商业组成。二者分别对应于基尔兹提出的“以企业

为中心的经济”和“集市经济”，因此，高层循环以现

代资本密集型工业、市场广阔的贸易和复杂的商业

图1 二元经济(资料来源：Santos, 1979, 转引自文献 [1])
Fig. 1 Dual economy(Source: Santos, 1979, from Johnst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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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为特征，低层循环仅涉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地方性服务业和市场有限的贸易。显然，个人获得

高层循环的产品受到收入的限制，那些贫困的没有

能力参与高层循环的人总要设法创造他们自己的

生存条件，即通过他们在低层循环中的参与而实

现，非正规部门即是低层循环的一种表现形式。

单一和相互的补充形式形成了高层循环和低

层循环之间的物质关系，从物质联系而言，两种循

环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低层循环为高层循环

充当市场，而低层循环又在家庭和其他地方非正规

部门的生产者中寻找自己的市场[1]。

城市经济的这种二元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处

于不断地变化中。当经济快速增长时，高层循环将

渗透并取代低层循环，但在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时，

低层循环将控制城市大部分经济活动和城市空间，

McGee[29]将这种过程称为“城市内卷”(urban involu-

tion)。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和城市人口

自然增长率高，加上大量的农村移民参与到城市转

型中，给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高生产率的资本密集

型部门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促使人们从事低生

产率的活动，从而出现激增和内卷[44-45]。

McGee等[4,29]]通过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非正规

部门的研究，构建了第三世界城市土地利用与两个

经济循环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模型(图2)。第一阶

段，低层循环是城市的主导活动，城市的大部分空

间被非正规部门所占据，香港和新加坡在 20世

纪 50年代初期处于这个阶段。但在第二阶段，

高层循环开始扩张，对空间的需求也显著增长，

在城市中心扩张是为了满足其办公和零售需求，

在郊区扩张则是为了满足居住和工业需求。在

这个模型中，麦基假设城市扩张可能有 3 个方

面，CBD 扩展到邻近低层循环的密集分租房屋

区，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的住房需求，

中上阶级的居住区向郊区扩展，工业也靠近新的

房地产开发区。在这个阶段，很可能某些先前被

贫民窟所占据的地方由城市政府接管，部分用于

建造低收入公共住房，但贫民窟仍占据城市边缘

或未被利用的小地块。这些发展引起了城市内

部的交通拥堵问题，因为在CBD工作的大部分

人员来自城市边缘区的中、上产阶级居住区，他

们每日不得不穿过拥挤的低层循环经济活动区

往返工作地和居住地，其通勤受到阻碍。正是在

这个阶段，2个循环对城市空间的需求产生了最

显著的冲突，代表高层循环利益的规划者和政治家

开始将低层循环活动看作是“问题”而加以消除，于

是出现了城市更新、消除贫民窟、重新安置甚至消

除非正规部门等城市政策，香港在20世纪60、70年

代处于这个阶段。到了第三阶段，随着城市经济的

增长，高层循环继续扩张，成为城市的主导活动，占

据城市的大部分空间，并与CBD连成一片，贫民窟

和中、低收入者居住区被挤到城市的角落。

二元经济模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非

正规部门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复杂回应，在某种程度

上它表现为正规部门和城市经济增长的一种有用

的副产品，因此，非正规部门代表了传统活动的“残

余”[5]。然而，有学者并不认同这一点，认为富裕地

区比贫困地区有更多的人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表

明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折射出了就业的空间不平等

性，是收入产生机会的空间再分布，因此，非正规部

门既不是传统资本主义的残余，也不是后福特主义

的先驱，而是随地方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制度、环

境等因素变化而变化的复合体[46]。

2.3.3 规制(regulation)理论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Hernando de Soto是秘鲁

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其代表作为《另一条道路——

看不见的第三世界革命》[47]，他继承并创新了哈特

的观点，但并不将非正规性归因于劳动力供给过

剩，而是归于经济的过度规制，因此非正规部门代

图2 第三世界城市土地利用与二元经济循环阶段的关系

(资料来源：McGee[29])

Fig.2 Relationship of urban land use to phase of two-circuit

system of Third World city(Source: McGee[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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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在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制度下市场力量的真

正爆发。他认为，20世纪 80年代大量乡村移民进

入城市，为非正规经济提供了人口基础，非正规经

济活动最初是一种谋生手段，但后来逐渐扩大以应

对政府的强硬规制。他的这种另类观点在政策圈

引起了极大反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与当时的主

流经济思想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供给

方学说转变相吻合。de Soto的打破政府规制障碍，

实行私有化以消除“不公平竞争”的呼吁也被一些

国际发展机构所接受。

也有学者引入韦伯的“社会围墙”概念分析利

益群体及其政治经济权力通过发挥规制的作用将

经济活动引向非正规化[48]，认为规制通常是正规部

门的利益群体施加压力的结果，试图关闭非正规部

门等外来者进入的机会，但有时也对非正规部门采

取容忍的态度，除了害怕失业带来的社会紧张关系

外，还在于他们能从非正规经济活动中获得利益。

规制体系的受益者通常是中产阶级和工人贵族，而

牺牲者是处于正规劳动力市场边缘的贫困者和失

业者，政治经济精英通过在所谓的“血汗工厂”中利

用缺少技术和权力的非正规工人来从现存规制体

系中获益。

规制理论代表了一种激进的观点，将非正规部

门看作是受由国家政治经济精英所制定的规制体

系约束和限制的经济活动，因而主张采取激进的措

施来应对这种严格的规制，如去规制化(deregula-

tion)、去官僚主义化 (debureaucratization)、私有化

(privatization)等[3]。这种将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

完全对立起来，割裂了二者之间的联系的观点受到

了结构主义的批判。

2.3.4 嵌入(embeddedness)理论

嵌入理论是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分析非正规

部门的产生原因的，即从分析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

门的关系结构入手，并将二者看作是同一经济体系

的不同方面。认为非正规部门不仅仅是贫困者在

城市经济边缘谋生的表现，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因

素，其一是非正规部门在现代资本主义积累中所发

挥的作用，其二是与阶级结构中出现新的阶层、劳

动力市场出现新的职位有关。因此，非正规部门并

不一定是传统的或边缘的，而是紧密地嵌入现代资

本主义经济网络中的。

二战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资本集

中、标准化生产和郊区化为主导的增长促进了发达

国家中产阶级的扩大，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将工

人纳入了正规劳动力市场。20世纪 70年代后，随

着经济全球化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城市主导经济部

门开始向服务业转移，分散生产、柔性劳动力组织

改变了传统的就业关系，重塑了社会再生产和消费

趋势，对经济组织和收入产生了反馈效应，导致收

入的分散化和就业关系的临时化。经济结构的转

型促进了经济和社会极化，中、低利润的企业为了

生存，采取非正规方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灵活性；

经济和社会极化还影响了社会再生产和消费，低收

入人口的扩大刺激了廉价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

高收入阶层的扩大促进高级特制商品和服务需求

的增长，二者常常通过非正规经济活动来满足[24]。

因此，发达国家的非正规经济通常与三种结构过程

有关，即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后福特主义引起的城

市转型以及欠发达国家的移民过程[9]，非正规经济

的增长是根植于其发达市场经济阶段的状况，是镶

嵌在当前经济体系中的一种新发展形式[49]。

生产方式的转变也使非正规经济活动将经济

发展停滞地区的人们与主流经济有效地联系在一

起[50]，为女性参与非正规就业提供了契机[21]，更为欠

发达国家移民以非正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开通了

最后的路径[9,51]。受经济全球化和生产方式转变的

影响，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开始从原始正规

经济转向资本主义正规经济的经济转型，但由于社

会、经济、制度背景、转型政策等的相互作用，导致

企业和个人向生产和交换的非正规化方向发展，非

正规工作急剧增长，家庭消费大部分来自非正规经

济，其收入也多来自非正规工作，家庭被嵌入多元

经济，而这种嵌入性也成为家庭生存基本条件[52]。

2.4 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联系

Hart[2]最早从城市经济内部收入流动的角度，

分析了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联系，他认为在城

市经济内部，既存在用非正规收入购买正规部门的

商品和服务，如部分高收入者从事某些赚钱的非正

规经济活动，却消费正规部门的商品和服务，也存

在用正规收入购买非正规部门的商品和服务，如贫

民窟中部分低收入者从事低工资的工作，购买廉价

的非正规商品和服务。

结构主义认为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从两方

面相互联系。首先，非正规部门为正规部门的工人

提供廉价商品和服务，使正规部门的工人工资得以

维持较低的水平，从而降低其劳动力成本 [5,13]。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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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从这个角度看，非正规部门是对正规部门的巨

大支持。其次，正规部门通过分包(subcontracting)

把各种生产和销售任务分配给非正规部门，分包使

生产和就业转向非正规部门，从而可以降低正规部

门的成本，转移市场波动的风险[5,53-54]。

Portes等[43]总结了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

联系的几种模型(图 3)，第一种是非正规部门销售

正规部门的产品，第二种是非正规部门为正规部门

回收可再利用的垃圾，第三种是正规部门(建筑业)

将生产分包给非正规部门，第四种是更复杂的生产

和销售分包模式，多见于制造业中，跨国企业将生

产分包给国内正规企业，而国内正规企业又分包给

非正规企业或家庭工人，同时国内正规企业又将产

品销售分包给百货商店或非正规商店。

由此可见，非正规部门不一定是传统的或边缘

的，而是紧密地融入到现代经济网络中的。但也有

学者认为，非正规部门从属于现代经济结构过程是

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情况，在某些边缘地区，非正

规部门是明显独立于正规部门的，是地方环境内部

过程作用的结果[55]。还有学者从社会文化角度提

出，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是通过基于深深文化根

基个人关系网络和社会纽带而相互联系在一

起[56-57]。关于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二者既存在竞争也存在相互依赖[41]，首

先，非正规部门手工艺者与正规部门制造商之间、

正规部门零售商与非正规部门商人间及非正规部

门商人与正规部门旧货店间是竞争关系；而正规部

门与非正规部门的生产与分配间是相互依赖的关

系(图4)。
2.5 非正规部门的影响研究

2.5.1 经济影响

非正规部门对国家或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并

不十分确定。有学者认为

非正规部门是发展中国家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

家整体经济出现困难时以

其灵活性和弹性对经济的

稳定起基础性的作用，同时

也是城市贫困群体尤其是

女性收入和就业的重要来

源，有助于培育企业家精

神，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活

力 [58]。但有学者从经济学

的角度分析，指出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非正规经济

规模的增长有助于提高 GDP 水平，但发展中国家

则相反，因为非正规经济的增长会导致税收明显下

降，从而使国家财政收入受到损失，公共商品和服

务的质量和数量也会下降，最终会阻碍经济的增

长，此外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腐败也对正规经济

起负面影响[59-60]。

2.5.2 社会影响

非正规部门的社会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极化

和家庭生命周期两方面。发达工业社会的非正规

工作加剧了收入机会的不平衡性，使社会结构出现

图3 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联系模型

(资料来源：Portes, Sassen-Koob, 1987)

Fig.3 Modes of articulation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sectors in Latin America(Source: Portes, Sassen-Koob, 1987)

图4 正规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竞争与相互依赖(资料来源：Lozano[41])

Fig. 4 Lines of competi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sectors(Lozano[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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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极化过程[61]。因为正规就业能够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和非正规形式的工作，如兼职，非正规

工作依赖于正规就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因此，正规

就业的人就更容易从事某些非正规工作，能够获得

更多的收入，而非正规就业的人由于要忙于生产性

的家务而无法从事更多的非正规工作，越来越丧失

某些收入机会，从而形成社会极化。

家庭生命周期与非正规经济是相互联系的，非

正规经济能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贫困家庭提

供不同的经济基础，而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

庭成员所从事的非正规经济活动也是不同的 [62]。

根据家庭类型(核心、扩展家庭)和家庭小孩的数量

与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关系可将家庭生命周期分为4

个阶段。第 1阶段是刚刚组建的家庭，没有孩子，

主要从事正规经济活动；到了第 2阶段，第一个孩

子出世，妻子/母亲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从事非正

规经济活动(主要是家务劳动)；第3阶段，更多的孩

子出世，妻子/母亲仍需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以满

足家庭经济需求，但工作时间缩短，丈夫/父亲开始

从事兼职工作(非正规工作)；第 4阶段，孩子长大，

一些人开始进入非正规劳动力市场[63]。有学者并

不完全赞同这 4 个阶段的划分，认为年轻的家庭

中，男性容易获得正规就业机会，而女性以家务劳

动和照看孩子为主，不太可能外出工作；随着家庭

的成长，最大的孩子就业，多为非正规的，妻子也开

始外出就业；到了后期(巩固期)，妻子不太可能外出

工作了，因为孩子们都工作了，年长的孩子可能已

获得了正规就业机会，而丈夫由于年龄问题可能从

事非正规工作；当孩子们结婚建立了家庭后，又开

始了类似的循环[5]。这样，在不同生命周期都有家

庭成员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也有家庭成员从事正

规工作，而这种不同就业类型的组合构成了贫困家

庭的生存策略。

2.6 非正规部门的正规化与政策分析

非正规部门的正规化研究主要围绕两个关键

问题的讨论而展开。

(1) 非正规部门是否一定要正规化？支持城市

经济多样化发展的学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社会

是由各种活动和制度组成的，这些活动和制度安排

能充分利用人们不同的技能和不同的生产组织技

术，有助于有效地实现个人和集体的社会经济目

标[54]。因此，城市的经济结构应是多样化的，与之

相适应的市场也应该是多样性的，将非正规经济单

纯地线性转换为正规经济未必是社会进步的表

现。主张城市经济互补发展的学者从非正规部门

与正规部门具有互补性的角度提出，正规部门具有

规模大、资本技术密集等特点，对现代经济的发展

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非正规部门虽然规模小但极

富灵活性，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经济单元，在城市低

端商品和服务垂直交换市场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

仍是城市经济中必不可少的[44-45,64]。因此，非正规部

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的互补性决定了二者都是城市

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

(2) 非正规部门能否正规化？资金问题是困扰

非正规部门正规化的最大障碍，他们往往无法获得

来自政府银行等正规渠道的信贷支持，大部分通过

家庭和个体信贷组织等非正规渠道获得资金[17,54]；

Sassen[24]、Daniels[54]认为非正规经济的增长是由于

旧的制度框架与新出现的经济状况间出现了矛盾，

制度因素是限制非正规部门正规化的另一主要障

碍。此外，技术革新[5,56]、从业者的技能[23]等也是重

要的限制因素。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非正规部门都

能正规化，大部分难以负担正规化所需的各种成

本[65]，同时许多第三世界城市现阶段的经济结构还

不能容纳它们，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同时并存还

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正规化非正规部门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在目前实现正规化还不太现实[29]。

关于对非正规部门应采取何种政策措施来抑

制或鼓励其发展，个别学者认为非正规部门不利于

产业的技术革新，削弱了技术进步和投资的动力，

最终会使产业限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成果不能得

到更均衡的利用和分布，非正规部门的增长与发展

的主题不符 [5,56]，应限制甚至消除非正规部门的发

展。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对非正规部门应采取温和

的态度，需要国家和地方有针对性地采取因地制宜

的措施，为其创造一个动态的宽松的环境，提供必

要的支持和帮助。具体的措施主要包括：提供资金

和技术支持[17,23-24]；进行制度革新[5,24,66]，放松规制[13]；

建立双重市场体系，成立综合管理机构，将非正规

部门纳入整个城市经济发展中[4]；改善就业者的工

作环境和社会保障状况，实现“体面就业”[53]等。

总之，对非正规部门不应一味地限制或简单地

使其正规化，而是应更多地强调发展其积极的方

面，充分发挥和利用它自身的优势[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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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国外研究文献的评论

从以上对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文献的分析中

可以看出，当前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范围广泛，涉

及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值

得关注的是，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地理学者对非

正规部门的研究不仅起步晚，而且研究成果也相对

较少，同时相对于地理学的其他研究领域而言，非

正规部门研究很少受到足够的重视，仍处于研究的

初始阶段。

在非正规部门的空间特征方面，尽管国外学者

从不同地域类型、非正规部门的不同类型、以及从

区域与非正规经济活动类型的相互联系等不同角

度来进行分析，但分析研究的侧重点仅限于非正规

部门本身的空间分布特征，而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从

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人的空间特征以及非正规部

门的服务对象的空间特征。

由于世界各国的体制和发展背景不尽相同，非

正规部门的现有理论多是从具体国家或城市的实

证研究总结归纳得出的，大体上可以明显分为发展

中城市和发达城市的非正规部门理论研究。虽然

现有理论都可以很好地解释各自区域非正规部门

的形成机制，但发展中城市的非正规部门理论多是

从城市的微观角度来阐述和解释其产生过程的，忽

略了全球经济变化给发展中城市及非正规经济活

动带来的影响；而发达城市的非正规部门理论虽然

考虑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却缺少城市内部变化或

特性的微观分析。因此，缺乏从综合视角分析非正

规部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关于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联系以及非正

规部门的影响和作用方面的研究，多是从现状描述

分析入手，从静态的角度，进行个案研究，缺乏从历

史演进的角度和动态的角度研究非正规部门在城

市各个发展阶段的作用以及与城市主流经济之间

的关系变化，忽视过程研究。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

于非正规部门通常没有被列入官方统计记录范围

内，历史资料尤其缺乏，给纵向对比分析研究带来

了很大的困难。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看，国外现有

研究中，非正规部门对地域空间的影响研究还远远

不够，对非正规部门产生的综合影响研究几乎没有

涉及。

此外，缺少对比研究和定量研究也是现有非正

规部门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非正规部门概念

的不一致性给对比分析带来一定的困难，正如有学

者指出的，不同国家和学者界定非正规部门存在着

差异，国家的规章制度不同，将某项经济活动划为

非正规部门时，所采取的衡量标准也不同，因此在

对比分析不同国家的非正规部门时应慎重[68]。现

有的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缺

乏定量研究，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相关统计数据造

成，而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是需要一定资金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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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the Informal Sector Research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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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informal sector was first put forward by Hart in 1971, and then was used in a govern-

mental report of ILO in the next year. Since the 1970s, the research on the informal sector rose rapidly overseas,

which focused o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itially.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formal sector also exist-

ed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as th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deeply. But it was different from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ay of existence and the mechanism of forming. The research on the in-

formal sector overseas had formed a set of theory system and achievements, which included the characters, spa-

tial agglom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informal sector,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ormal sector, the impacts,

and the policies.

The abroad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informal sector was marginal, heterogeneous and complicated. This

economic activity had different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under different economic, social and systematic condi-

tion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informal sector took on unbalanced state and concentrated in the urban high

intense activity area. Different types of the informal sector had spatial variations due to the suburbanization, the

inner city decline, and the immigrants.

The theories of the informal sector mainly included the poverty employment, the dual economy, the regula-

tion, and the embeddedness theory. The poverty employment theory, also called the social marginalization theo-

ry, pointed out that the rural people were obliged to take the informal activities because they immigrated into

cities more rapidly than the formal sectors could create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 dual economy theory

put forward that the upper circulations and the lower circulations were two opposite sectors of the urban eco-

nomic activity,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was one of the lower circulations. But the dual structure of the urban

economy was changing with the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overty employment theory, the regulation

theory considered that the informal sector attributed to the excessive regulation rather than the labor surplus.

From the point view of structuralism, the embeddedness theory argued that the informal sector was not only a

form of making a living but also embedded deeply in the modern economic network.

The informal sector was related with the formal sector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sup-

ply. They were competitive and reliant with each other. The informal sector had effect on the GDP, and was the

important income source of the urban poverty. However, it would bring on the social polarization. Most research-

es indicated that the informal sector was still the important part of present urban economic activity, and it was

hardly formalized due to lack of the capital, system, technique, and so on. Hence w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do

was to induce it reasonably.

Although the abroad research had gotten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t was lack of the spatial characters of

the informal practitioners, the comprehensive angle of view, the impacts on the region space, and the compara-

tive and quantitative studies.

Key words: informal sector; characters; impacts; theor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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